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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提出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機制來鏈結組織中的認定威脅與利社會行為間的關係，並檢驗問

題解決反芻在此中介歷程中的調節角色。本研究採用兩階段的資料搜集方式，以 312 位全職工作者

為受試者，結果發現認定威脅會降低個體的心理安全感，進而阻礙其利同事或利組織社會行為的展

現，顯示認定威脅會使個體主觀評估身處的組織環境難以自由地表達自我，並表徵在其後的工作行

為面向上。再者，本研究也發現問題解決反芻可以減緩認定威脅的負向作用效果，因為個人經驗的

再評估與問題解決策略的發展，皆有助個體用來因應認定威脅經驗，降低個人心理安全感與利社會

行為的傷害。最後，本研究依據上述研究結果，進行理論面與實務面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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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s a mediating mechanism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to l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threa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further to tes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oblem-

solving rumination in this mediating process. A two-wave data collection method was used and 312 full-

time workers were recrui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dentity threat reduced the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safety, which in turn hindered their pro-peer behavior or pro-organization behavior. Employees with higher 

identity threat experience would be difficult to express their self-concept freely, which further reflected on 

the behavioral representation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problem-solving rumination mitigat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identity threat, since the re-appraisal of past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blem-solving tactics can help employees to cope with identity threat effectively.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this study provides in-dep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scussions.

Keywords: identity threat, psychological safety, prosocial behavior, problem-solving rumination

DOI:10.6147/JHRM.202006_20(1).0005

Received Date: March 22, 2019; Accepted Date: January 8, 2020
Corresponding Author: Chien-Chih Ku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ddress: No. 64, Sec. 2, Zhinan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 Taiwan, R.O.C. 
Tel: +886-2-29393091 Ext. 67392 
E-mail: cckuo@nccu.edu.tw

人力資源管理學報20(1)-05 郭建志.indd   102人力資源管理學報20(1)-05 郭建志.indd   102 2020/6/29   下午 05:20:502020/6/29   下午 05:20:50



郭建志 103

緒論

職場中的工作者常經歷自我被質疑或被侵犯的認定威脅事件（identity-threatening events）

（Aquino & Douglas, 2003; Douglas, Witt, & Aquino, 2003），例如同事對自己工作能力的質疑或對工

作表現的不公平評價（Bjorkqvist, Osterman, & Hjelt-Back, 1994）。由於這些事件會引發工作者心理

與情緒上的不舒服，挑戰、質疑或降低個人能力（competence）、尊嚴（dignity）或自我價值（self-

worth）的知覺，如此使得個體產生認定威脅（identity threat）的感受（Aquino & Douglas, 2003）。

過去許多學者主張認定威脅普遍存在於組織之中（e.g., Hall, Schmader, Aday, Inness, & Croft, 2018; 

Kreiner, Hollensbe, & Sheep, 2006），對工作者有著不利的結果（unfavorable outcomes），諸如反社

會行為與離職行為的增加（Aquino & Douglas, 2003; Trevor & Nyberg, 2008），對組織活動的投入程

度與服從性的降低（Nag, Corley, & Gioia, 2007），以及個人自尊與績效的傷害（Steele, 1997; Taylor 

& Brown, 1988）。

基於認定威脅在組織中的普遍性與重要性，近年來許多概念性文獻（e.g., Petriglieri, 2011）及

實證研究（e.g., White, Stackhouse, & Argo, 2018）相繼出版。其中，Petriglieri（2011）首先提出認

定威脅的過程與反應理論模式，主張認定威脅是個體面對客觀事件後的主觀認知評估結果。然而，

Petriglieri 的理論架構雖描繪了認定威脅的作用歷程，卻未對個體經歷的兩個認知評估階段（初級

評估及次級評估）的關聯性有具體的說明，特別是在經歷初級階段的認定威脅評估後，個體如何經

由次級評估來影響個人結果，例如利組織工作行為的展現，這部分仍有待實證研究的釐清。因此，

本研究立基 Petriglieri 的理論觀點，進一步填補認定威脅歷程的評估內涵，主張面對認定威脅事件

（Aquino & Douglas, 2003）的工作者，除了進行認定威脅的初級評估外，也會進一步針對當下所

處環境進行次級評估，用以理解自身所處情境是否能提供足夠的安全性，讓自己的自我認定（self-

identity）可以持續展現，並作為後續工作行為表現的依據。總之，本研究針對真實的工作場域提

出並檢驗一個認定威脅的心理作用架構，用來說明經歷認定威脅事件的個體如何經由心理安全感

（psychological safety）（Edmondson, 1999）來影響利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rs）（蔡松純、鄭

伯壎、周麗芳、姜定宇、鄭弘岳，2009）。

此外，個體面對認定威脅事件時，其經歷的初級評估與次級評估過程具有順序性，他們間的關

係可能彼此連動（Petriglieri, 2011）。這樣的現象顯示，個體對於認定威脅經驗再現的主觀評估（即

初級評估），會影響其對自我認定在組織環境中能否持續且安全展現的認知（即次級評估），而這

些作用過程可能受到個人屬性（personal attributes）所影響（Douglas et al., 2003）。因此，如何降低

或弱化認定威脅經驗的再現，遂為個體可以選擇的有效因應方式。過去許多學者指出（e.g., Lazarus 

& Folkman, 1984），個體可經由正向的認知處理模式（cognitive process model）來有效降低外在負

向事件感受的再發與衝擊（e.g., Cropley, Dijk, & Stanley, 2006; Watkins, 2004），因此本研究推論問題

解決取向的認知處理模式（Treynor, Gonzalez, & Nolen-Hoeksema, 2003）可能是個體最便捷與有效的

認定威脅因應策略。個體可以透過問題解決反芻，一種內在經驗的再評估與問題解決方法的重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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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來緩衝個體對所處環境心理安全感的降低。因此，本研究主張個體的問題解決反芻可用來緩衝

認定威脅對心理安全感與利社會行為的負向作用效果。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認定威脅的文獻有以下幾個貢獻。首先，就研究者所知，在現今組織與管

理場域中，認定威脅的實證研究仍相當有限（e.g., Aquino & Douglas, 2003），因此本研究結果可以

豐富與擴展認定威脅在組織與管理領域中的理論知識與實務介入方案（intervention programs）。第

二，目前對於認定威脅作用機制的文獻相當缺乏，我們仍無法知曉認定威脅透過何種心理歷程來影

響員工結果（employee outcomes）。因此，本研究採用 Petriglieri（2011）的認知評估觀點，提出

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機制，為認定威脅與員工利社會行為間的鏈結提供一個研究觀點與詮釋架構。第

三，過去學者呼籲關於認定威脅的研究，應著重於邊際條件（boundary condition）的探討（Elsbach, 

2003），釐清情境脈絡在其作用效果上的角色。本研究順應這樣的思路，檢驗問題解決反芻（Cropley, 

Michalianou, Pravettoni, & Millward, 2012），一種問題解決導向的認知處理模式，在認定威脅作用過

程中的緩衝效果。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學者針對組織管理領域，探討問題解決導向的認知處理模

式在認定威脅與行為反應間的調節角色，這是本研究獨特的貢獻之處。

文獻探討與假設推論

組織中的認定威脅

許多學者主張自我認定包含個人屬性與社會認定（social identities）兩類要素（e.g., Turner, 

1982）。個人屬性指涉與自我意識（sense of self）相關的面向，例如個人才華或能力；社會認定則

指涉與個人所歸屬的社會群體的相關面向，例如性別或種族。由於自我認定彰顯出個體自我的價值、

意義及評價，因此人們會努力維持正向的自我認定（Steele, 1988）。當個體知覺環境中的負向事件

挑戰或質疑其正向的自我概念（例如能力或價值等）時，他們將感受到自我的表徵或展現可能受到

限制或妨礙，此時個體就會經歷自我認定威脅（Aquino & Douglas, 2003）。

Petriglieri（2011）主張個體經歷的負向事件，若具有認定重要性（identity importance）與經驗

再現性（experience recurrence）兩個重要屬性時，就容易引發個體的認定威脅。所謂的認定重要性，

是指這些負向事件與自我概念有高度的關聯，常常涉及個人的能力或價值等內涵，例如同事對於自

己能力的貶抑或決策的批判（Bjorkqvist et al., 1994），由於個體對於與自我相關連的面向會有較高

的注意力，因而對這些負向事件也會有較高的威脅知覺。經驗再現性則是指這些負向事件重複或持

續的發生，個體因而一再的感受到這些挑戰或質疑自我的經驗，如此使得他們知覺到較高的認定威

脅水準。總之，當個體經歷的負向事件具有較高程度的認定重要性與經驗再現性時，個體主觀評估

的認定威脅感受也較高。

個體花費大部分的人生在職場中工作，並與他人進行長期且密切的人際互動。因此，職場不只

是個人認定發展的重要場域（Elsbach, 1999），且是個人認定確效（validation）的重要來源（Fine, 

1996）。當個體在職場中遭遇各種負向工作事件，他們會傾向與個人的自我進行鏈結（Aqui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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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 2003）。再者，由於這些與自我相關聯的負向事件重複地在組織生活中出現，因此常帶

給個體認定重要性與經驗再現性的感受，這可用來說明為何認定威脅會普遍存在於組織場域之中

（Petriglieri, 2011）。過去研究發現，組織中的負向社會環境（例如傷害性的工作行為）（Aquino & 

Douglas, 2003）、特定的組織政策（例如共同使用辦公室空間）（Elsbach, 2003）、團體中的人際互

動（例如騷擾、污名化或刻板印象）（Major & O’Brien, 2005）及工作任務與活動設計（例如外科住

院醫師的工作內容）（Pratt, Rockmann, & Kaufmann, 2006）皆可引發個體的認定威脅經驗，可用來

佐證上述之論點。

總的來說，認定威脅經驗來自工作者對職場中負向事件的主觀評估（Aquino & Douglas, 2003; 

Petriglieri, 2011）。當個體評估外在負向事件存在著貶低個人的價值、能力或尊嚴，或是模糊了個

人認定的意義，影響個人認定未來的發展與延續，此時個體即經歷了認定威脅（Elsbach & Kramer, 

1996; Ethier & Deaux, 1994; Major & O’Brien, 2005）。 

認定威脅與心理安全感

心理安全感指涉「個體能夠展現與使用個人自我的意識，而不用害怕對於自我印象、地位或生

涯造成負向結果的主觀知覺」（Kahn, 1990: 708）。當個體對外表達關注、報告問題、提出建議或

尋求回饋時，心理安全感正是個體對於外界可能反應的信念（Carmeli & Gittell, 2009）。過去研究發

現在支持性缺乏的工作環境中，個體會感受到較低程度的心理安全感（Frazier, Fainshmidt, Klinger, 

Pezeshkan, & Vracheva, 2017），顯示個體對於所處情境的經驗會影響其心理安全感的知覺。再者，

相較於低心理安全感者，高心理安全感的個體知覺環境足以安全地採行人際風險行動，例如可以

自由的表達意見或工作行為，因為它們主觀評估這些人際行動對自我的概念不會有所傷害，因此心

理安全感可視為是個人對人際風險承受（interpersonal risk taking）的安全性知覺評估（Edmondson, 

1999）。

依據 Petriglieri（2011）的觀點，當個體透過初級評估將其面對的負向事件評估為高自我關聯與

可能產生經驗再現時，此時個體即經驗到認定威脅。由於這樣的心理狀態會讓個體感受到自己的能

力、尊嚴及價值受到質疑與挑戰，而過往研究也支持個體存有高度的驅力來保護自我概念（Aquino 

& Douglas, 2003; Douglas et al., 2003），故此時個體會進行次級評估以決定採取何種反應以降低威脅

所帶來的傷害。本研究提出心理安全感作為個體次級評估之具體內涵，因為來自外在環境的認定威

脅經驗，將促使個體檢視自我概念的表達是否能於該特定場域中安全、無傷害地持續展現，並據此

決定後續之行為表現。因此，當經歷外在負向事件而產生認定威脅的個體，由於感受到外在自我（負

向的自我概念知覺）與內在自我（正向的自我概念認知）的差距，因而可能主觀評估所處的工作環

境具有傷害性的風險，例如個體可能知覺外在環境對自己的不友善評價或是對自己能力與價值的質

疑。他們對環境線索變得敏感（Butzer & Kuiper, 2006），感受到難以在工作情境中真實的表達自我，

如此將降低其在職場中的心理安全感。

目前雖沒有實證研究來說明認定威脅與心理安全感間的關係，但有些相關研究可用來間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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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觀點。例如，Butzer 與 Kuiper（2006）發現經歷負向事件的個體，他們對於自己所處環境的

精熟感（sense of mastery）與控制感較低，對於自己的行動決策也較缺乏信心。這樣的現象顯示，在

社會環境中經歷負向事件的個體，對於自我表達與行動的自由度與安全感有較不利的評估。他們會

擔憂來自他人的質疑與挑戰，因而傾向限制其真實自我的展現，例如在專案會議不願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意見，以免遭受同事的負向評價。綜合以上說明，本研究主張經歷認定威脅的個體，將難以像

過往一樣自由地展現自己的身分認定，主觀感受到自我表達的受限或阻礙（Fine, 1996）。因此，本

研究推論認定威脅與心理安全感呈負向關聯。

心理安全感與利社會行為

組織中的利社會行為，指涉工作者主動展現超越角色要求（role requirements）的行動，例如協

助、分享、合作與主動等角色外行為（Brief & Motowidlo, 1986），可用來提升組織的利益與成功

（interests and success）。傳統上，組織行為文獻中有關脈絡績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Borman 

& Motowidlo, 1993）、利社會組織行為（prosoci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Brief & Motowidlo, 1986） 

或公民行為（citizenship behavior）（Organ, 1988）等構念，皆屬於組織中利社會行為的類型。過

去有些學者主張，組織中的利社會行為可以是個人導向的，例如幫助同事解決其個人問題（Singh, 

Winkel, & Selvarajan, 2013）；也可以是組織導向的，例如提出組織工作流程的改善建議（McNeely 

& Meglino, 1994）或組織訊息的分享（Siemsen, Roth, Balasubramanian, & Anand, 2009）。因此，本

研究依循這樣的研究理路，將組織中的利社會行為區分為個人導向的利同事社會行為與組織導向的

利組織社會行為兩個面向。

本研究主張心理安全感可以增加組織中的利社會行為。首先，由於高心理安全感的員工傾向對

工作環境進行有利的評估，因而他們對同事或組織有較高的信任水準（Edmondson, 2004），認為組

織情境中的人際風險承受是安全的（Edmondson, 1999），如此使其有較高的動力對同事或組織展現

超越角色要求的行為，例如前述所言的主動協助、分享、合作的角色外行為。其次，高心理安全感

的員工，有較強的動力依附與投入在個人的工作或角色中（Kahn, 1990），傾向主動對組織貢獻自己

的意見、想法與行動（Edmondson & Lei, 2014），因而會增加利同事或利組織社會行為的產生。相

對的，對於低心理安全感的工作者，由於他們對工作環境進行不利的評估，因而擔憂人際風險的承

受、害怕自己的行動會招致他人的負向回饋與評價，使得他們難以主動表達自己對於同事或組織的

關注或建議，在缺乏動力展現超越角色規範與要求的心理條件下，低心理安全感的工作者較少展現

對同事或組織的利社會行為。

總而言之，心理安全感可用來表徵個體對於工作的正向動機狀態，反映出個體自我在工作環境

中的安全感受程度。當個體知覺到工作環境是安全的，他們可以超越角色要求自由的表達想法、意

見與行動，因而有較高的利同事與利組織社會行為（Carmeli, Brueller, & Dutton, 2009; Singh et al., 

2013）。過去有關心理安全感的後設分析，也發現其與工作者的角色外行為有顯著的關聯（Frazier 

et al., 2017），顯示心理安全感與利社會行為間的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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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安全感的中介角色

綜合前面的說明與論述，本研究主張經歷認定威脅的工作者，由於對工作情境進行不利性的評

估，因而傾向框限個人自我的表達與展現，因而壓抑了個人角色外行為的展現。這樣的主張意涵著

認定威脅會降低工作者的心理安全感，而個體基於自我的保護（Aquino & Douglas, 2003; Douglas et 

al., 2003），因而會縮減那些主動超越角色要求的利同事及利組織社會行為，顯示心理安全感在認定

威脅與利社會行為間可能扮演著中介的角色。過去有些研究發現組織中的人際事件可經由心理安全

感來影響工作者的角色外行為（e.g., Hirak, Peng, Carmeli, & Schaubroeck, 2012），顯示心理安全感在

組織情境與利社會行為間可能扮演著中介的角色（Nembhard & Edmondson, 2006）。依此論之，本

研究假設心理安全感中介認定威脅與利社會行為間的關係。

假設 1：認定威脅會降低工作者的心理安全感，進而降低其利社會行為的產生。換言之，心理安全

感負向中介認定威脅與利社會行為間的關係。

問題解決反芻的調節角色

過去許多研究顯示，正向的認知處理模式可以有效因應外在負向事件經驗對於自我的威脅，讓

個體產生適應性的結果（adaptive consequences）（Treynor et al., 2003）。例如 Treynor et al.（2003）

提出反映性反芻（reflection rumination），指涉個體採用非評價的方式進行目的性的內省，用來作為

問題解決的一種適應性認知過程。Watkins（2008）則提出具體—經驗性反芻（concrete–experiential 

rumination），強調較低層次的、特定的、脈絡的及細部的自我經驗開展，個體經由「為何」的認

知過程來釐清問題發生的原因與有效解決的方法，進而產生正向的結果（Di Schiena, Luminet, & 

Philippot, 2011; Kross, Ayduk, & Mischel, 2005）。本研究歸納上述反芻類型所帶來的適應性結果，

發現主要來自個體問題解決導向的反芻傾向，因此我們可稱之為問題解決反芻（problem-solving 

rumination）（Cropley et al., 2012），它可有效用來降低認定威脅經驗的再發、持續與衝擊。

問題解決反芻為個體面對不適經驗（upsetting experience）時重複再現的認知過程，其目的在

理解不愉快情境產生的原因及其可能的解決方法（Treynor et al., 2003; Watkins, 2008）。對於高問題

解決反芻的個體，他們會在非工作時間思考、默想及反映工作面向的相關議題，用來尋求解決工作

上所遭遇的問題（Cropley et al., 2012）。因此，問題解決反芻是種對特定個人經驗的長期心理詳查

（prolonged mental scrutiny）（Cropley & Zijlstra, 2011），其目的在降低這些特定問題對自我的負向

衝擊（Lazarus & Folkman, 1984），我們可視為是一種目標導向的認知處理模式。再者，基於以問題

解決為目標，個體會反覆評估過去執行工作活動的經驗，思考未來工作上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威脅。

過去學者指出，個體持續思考的認知過程可以提升其創意性問題解決能力（Treynor et al., 2003），

這將有助個體用來面對與處理認定威脅經驗，降低其對自我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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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以上說明，本研究主張問題解決反芻可以調節認定威脅與心理安全感間的關係。當個體評

估外在負向事件而經歷認定威脅時，他們有強烈的動力來維持正向的自我概念與個人認定，因而會

採行有效的因應策略來降低威脅經驗的衝擊（Petriglieri, 2011）。對於高問題解決反芻者而言，他們

會重複思考認定威脅事件產生的原因及可行的處理模式，例如「這些事件是如何發生的？」或「我

如何降低這些事件的發生？」透過問題解決反芻的認知處理過程（Lazarus & Folkman, 1984），個體

可以聚焦於自我的關注與經驗的再評估（Roelofs, Muris, Huibers, Peeters, & Arntz, 2006），可以獲得

重要與有效的反思與理解（Di Schiena, Luminet, Philippot, & Douilliez, 2012），如此用來釋放他們的

認定威脅經驗。再者，以問題解決為目標的認知思考過程所帶來的創意問題解決能力，也可有效用

來提升個體未來面對認定威脅事件時的適應水準，這又可降低個體認定威脅經驗的可能衝擊。

綜上所述，高問題解決反芻者的目標取向認知處理過程，可以降低認定威脅對自我的衝擊與個

人威脅經驗的再現，如此可緩衝認定威脅對心理安全感的影響。然而，相對的，低問題解決反芻工

作者缺乏目標取向的認知處理過程，無法釋放認定威脅事件所帶來的威脅經驗，因而難以緩衝對心

理安全感的傷害。因此，本研究假設問題解決反芻可以調節認定威脅與心理安全感間的關係，此調

節效果在低問題解決反芻時會較高問題解決反芻時來得強。

假設 2：問題解決反芻負向調節認定威脅與心理安全感間的關係。相較於高問題解決反芻，低問題

解決反芻有較強的負向調節效果。

依據上述假設的推論，問題解決反芻會調節認定威脅與心理安全感間的關係（假設 2）。因此，

研究者進一步推論問題解決反芻也會調節認定威脅經由心理安全感來影響利社會行為的中介效果

（假設 1），而這個中介效果在低問題解決反芻時會較高問題解決反芻時來得強。總之，本研究提

出並檢驗一個認定威脅的調節式中介模式（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如圖 1 所示。

假設 3：問題解決反芻負向調節認定威脅透過心理安全感來影響利社會行為的中介效果。相較於高

問題解決反芻，低問題解決反芻有較強的負向中介效果。

圖 1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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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樣本

本研究透過企業研究代理人來招募受試者，如此可廣泛接觸各種產業與組織人員，進而有助外

在效度的提升。本研究採用兩階段問卷蒐集方式，每位研究代理人依其所招募的受試者人數，發放

與回收兩階段問卷（每位受試者每個階段皆致贈 50 元禮卷）。研究者將兩階段問卷置於牛皮紙袋內

的獨立信封中，信封上分別標明第一、第二階段字樣，每份問卷首頁的指導語也清楚寫明第一、第

二階段，兩信封皆附膠條可直接於填答後彌封，如此可避免受試者資料外洩之虞。每份問卷（第一、

二階段）均於發放前先編上編號，研究者回收後再依序號將問卷配對，兩階段間隔時間為一個月。

為了降低受試者可能忽略時間間隔而導致研究結果的偏誤，因此研究者於問卷發放前特別請研究代

理人詳細告知受試者問卷施測的流程與要求，並在研究說明書中提醒受試者必須間隔一個月填寫問

卷。此外，研究者也在問卷搜集完畢後與研究代理人進行覆核，確認問卷施測流程符合本研究要求。

本研究第一階段蒐集認定威脅、心理安全感、問題解決反芻及控制變項。第二階段蒐集利社會

行為與個人背景資料。對於每一位受試者，本研究皆提供一份研究說明書（cover letter），詳細說明

研究目的與過程，並保證個人資料只用於本次研究，所有的資料將受到嚴格的保密。再者，研究者

也向參與者強調資料蒐集過程中誠實與正直的重要性，例如告知如果違反學術上的真誠，將導致研

究效度的喪失。本研究共發出 361 份問卷，回收 319 份，最後獲得有效問卷 312 份。在所有的受試

者中，41.3% 是女性，87.5% 的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平均年齡為 35.67 年（標準差為 9.45 年）及平

均年資為 9.76 年（標準差為 8.64 年）。

測量工具

由於本研究場域為華人社會，因此研究者依據 Brislin（1980）所建議的方法，將英文的測量工具

（利社會行為除外） 轉譯為中文量表。首先，兩位精通雙語的專業人士將所有原文測量題項從英文

翻譯為中文，其後再請兩位具雙語背景的人員進行回譯（back-translation）。最後，研究者與一位資

深人力資源管理專家共同審核這些題項，確認這些題項具有意義的明確性，不會造成受試者的誤解。

認定威脅

本研究採用 Aquino 與 Douglas（2003）的九題認定威脅量表為測量工具，測量題目如「以不公

平的方式來評判你的工作」及「讓你在同事面前困窘」。受試者根據題目指導語（請根據同事與您

的互動，填寫同事在過去六個月所展現的行為頻率）來進行填答，以 5 點量尺來衡量（1 = 未曾，2 

= 1 ~ 3 次，3 = 4 ~ 6 次，4 = 7 ~ 9 次，5 = 10 次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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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安全感

本研究修正 Edmondson（1999）的七題團隊（team）心理安全感量表來測量這個構念。研究者

依循過去學者的做法（e.g., Carmeli & Gittell, 2009; Chen, Liao, & Wen, 2014），以組織（organization）

來取代 Edmondson原始量表使用的團隊描述句，用以衡量工作者個人在組織中的心理安全感。此外，

本研究在執行探索式因素分析時，發現「我會擔心在這個公司中犯錯的後果」的因素負荷量沒有通

過 .40 的檢驗標準（Ford, MacCallum, & Tait, 1986），因此本研究予以刪除，最後採用六題心理安全

感進行後續資料分析，其中四題為正向題，例題如「這個公司中沒有人會故意想要埋沒我的努力」；

另外兩題為反向題，例題如「向這個公司中的成員尋求協助是件困難的事」，量表的 Cronbach’s α

為 .66。本研究以李克特式（Likert-type）6點量尺來衡量（1 = 非常不同意，6 = 非常同意），分數愈高，

代表心理安全感愈高（反向題將反向計分）。

利社會行為

本研究採用蔡松純等人（2009）的利社會行為量表，測量利同事與利組織兩類利社會行為。利

同事社會行為有五個題目，測量題目如「主動分擔或代理同事的工作」。利組織社會行為也有五個

題目，測量題目如「努力對外介紹或宣傳公司的優點」。利同事與利組織社會行為皆採李克特式 6

點量尺來衡量（1 = 非常不同意，6 = 非常同意），受試者依據指導語進行填答，分數愈高，代表利

同事或利組織社會行為愈高。此外，本研究參考Carpenter、Berry及Houston（2014）的後設研究結果，

發現自評與他評之利社會行為並無顯著差異，因此基於資料蒐集便利性的考量，選擇以自評方式進

行衡量。

問題解決反芻

本研究採用 Cropley 等人（2012）的五題問題解決反芻量表來測量這個構念，測量題目如「我

會在自己的非工作時間，找尋工作問題的解決辦法」及「我自己會在非工作時間，重新評估自己在

工作中的某些表現」。本研究採用 5 點量尺，從 1（未曾展現）到 5（總是如此）。受試者針對每個

陳述句，依據過去六個月經歷的頻率來進行填答。

控制變項

本研究控制個人人口統計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態、教育程度、年資及職位層級，因

為過往研究指出他們會影響個體利社會行為的展現（Aquino & Douglas, 2003; Twenge, Baumeister, 

DeWall, Ciarocco, & Bartels, 2007）。再者，本研究也採用 Cropley 等人（2012）的量表，控制情感

反芻（affective rumination）及去依附（detachment）兩類反芻，因為他們可能會影響工作者的心理

情境與工作行為（Baranik, Wang, Gong, & Shi, 2017）。情感反芻量表有五題，例題如「當你在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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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間，是否會被工作的事情困擾？」去依附量表也有五題，例題如「當你一離開工作，你就會立

即讓自己脫離工作狀態」。情感反芻及去依附反芻採 5 點量尺，從 1（未曾展現）到 5（總是如此）。

受試者針對每個陳述句，依據過去六個月經歷的頻率來進行填答。

結果

描述性統計

表 1 呈現測量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相關係數及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由表 1 可

知，認定威脅與心理安全感具顯著負相關（r = -.33, p < .001），心理安全感與利同事社會行為（r = 

.25, p < .001）及利組織社會行為（r = .23, p < .001）皆呈顯著正相關。問題解決反芻與心理安全感（r 

= .12, p < .05）、利同事社會行為（r = .22, p < .001）及利組織社會行為（r = .29, p < .001）皆呈顯著

正相關。人口統計變項中的年齡（r = .31, p < .001）、年資（r = .31, p < .001）、位階（r = .37, p < 

.01）及婚姻狀況（r = .19, p < .01）與利組織社會行為呈顯著正相關。

CFA 分析結果

本研究以 AMOS 21（Arbuckle, 2012）執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本研究採用多重契合指標來解釋模式與資料的契合度（Bollen, 1990），包括 χ2 檢定、近似均方根

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Browne & Cudeck, 1993）、比較性配適指

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Hu & Bentler, 1999）、增值適配指標（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Bentler, 1983）及 TL 指數（Tucker-Lewis non-normed fit index, TLI）（Bentler & Bonnett, 1980）。

基於改善樣本與估計參數的比值（Little, Cunningham, Shahar, & Widaman, 2002）以及建立穩定的測

量指標（Landis, Beal, & Tesluk, 2000），本研究採用同質性策略（homogenous strategy）（Marsh, 

Lüdtke, Nagengast, Morin, & von Davier, 2013）進行項目包裹（item parcelling），用來發展潛在構念

的測量指標。CFA 結果顯示，χ2(80, N = 312) = 154.37（p < .05），卡方值與自由度比值低於 3（其值

為 1.93），RMSEA = .06、CFI = .97、IFI = .97、TLI = .96，顯示本研究測量模式與研究資料間有著

不錯的適配度（Hughes, Price, & Marrs, 1986）。再者，本研究也進行測量模式的檢定，將假設模式（五

因子模式：認定威脅、心理安全感、利同事社會行為、利組織社會行為及問題解決反芻）與其他模

式進行比較（見表2），結果發現假設模式與模式1（四因子模式：Δχ2/df = 49.82, p < .001）、模式2（三

因子模式：Δχ2/df = 46.07, p < .001）、模式 3（二因子模式：Δχ2/df = 74.31, p < .001）及模式 4（單因

子模式：Δχ2/df = 157.83, p < .001）的適配度都較佳，顯示假設模式是最適化的模式，因此本研究以

此模式進行後續之資料分析。

本研究也發現認定威脅（.95）、心理安全感（.75）、利同事社會行為（.82）、利組織社會行為

（.83）及問題解決反芻（.85）的混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皆高於 .70 的判斷水準，顯示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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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具有良好的混合信度。此外，本研究採用 Harman 單因子法檢驗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的問題（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由線性結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結果發現單因子的適配度不佳（χ2(90) = 1,737.07, p < .001, RMSEA = .24, CFI = 

.32, ILI = .32, TLI = .20），顯示本研究受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甚微，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簡單中介效果的檢定

本研究假設 1 為心理安全感負向中介認定威脅與利社會行為間的關係。為了檢驗這個間接效果模

式（indirect effect model），本研究採用 Hayes（2013）的 PROCESS macro 來進行假設檢定。過去學者

指出，採用 PROCESS macro 來檢定中介效果具有一些統計上的優勢，例如拔靴信賴區間（bootstrapped 

confidence intervals）可以避免因抽樣分配的不對稱與非常態分配，而導致檢定力下降的問題，如此

可有效提升間接效果的估計（MacKinnon, Lockwood, & Williams, 2004）。因此，本研究以 PROCESS 

macro 的模式 4 來檢定假設 1 的簡單中介效果（見表 3），並同時呈現拔靴法的統計結果（見表 4）。

在利同事社會行為方面，認定威脅與心理安全感成負向顯著關聯（β = -.37, t = -5.16, p < 

.001），心理安全感與利同事社會行為呈正向顯著關聯（β = .24, t = 5.00, p < .001）。再者，認定

威脅經由心理安全感來影響利同事社會行為的間接效果是顯著的（間接效果量 = -.09, SE = .03），

拔靴法的結果顯示 10,000 個拔靴樣本的 95% 偏差—修正信賴區間（95% bias–corrected confidence 

intervals）不包含 0（-.16, -.04）。同樣的，在利組織社會行為方面，認定威脅與心理安全感呈負向

顯著關聯（β = -.37, t = -5.16, p < .001），心理安全感與利組織社會行為呈正向顯著關聯（β = .30, t = 

4.82, p < .001）。再者，認定威脅經由心理安全感來影響利組織社會行為的間接效果是顯著的（間接

效果量 = -.13, SE = .05），拔靴法的結果顯示 10,000 個拔靴樣本的 95% 偏差—修正信賴區間不包含

0（-.24, -.06）。整體而言，不論在利同事社會行為或利組織社會行為，皆顯示間接效果是顯著的，

因此假設 1 獲得支持。

表 2　模式比較之分析結果

模式 因素 χ2 df Δχ2/df CFI IFI TLI RMSEA

假設模式 a 5-factor    154.37 80 .97 .97 .96 .06

模式 1b 4-factor    353.64 84   49.82*** .89 .89 .86 .10

模式 2c 3-factor    476.89 87   46.07*** .84 .84 .80 .12

模式 3d 2-factor    823.20 89   74.31*** .69 .70 .64 .16

模式 4e 1-factor 1,732.63 90 157.83*** .32 .32 .20 .24

註：CFI = 比較性配適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IFI = 增值適配指標（incremental fit index）；TLI = TL 指數（Tucker-Lewis 
non-normed fit index）；RMSEA = 近似均方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a5 因子模式：認定威脅、心理安全感、問題解決反芻、利同事社會行為及利組織社會行為。
b4 因子模式：利同事社會行為與利組織社會行為合併為一個因子。
c3 因子模式：認定威脅與心理安全感合併為一個因子，利同事社會行為與利組織社會行為合併為一個因子。
d2 因子模式：認定威脅、心理安全感及問題解決反芻合併為一個因子，利同事社會行為與利組織社會行為合併為一個因

子。
e1 因子模式：所有變項合併為一個因子。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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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式中介效果的檢定

假設 2 為問題解決反芻負向調節認定威脅與心理安全感間的關係，且在低問題解決反芻的條

件下，其調節效果較高問題解決反芻來得強。此外，如果這個調節效果的假設是成立的，本研究

將進一步推論假設 1 的中介效果也會受到問題解決反芻所調節（假設 3），此即為條件化間接效果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或是調節式中介效果（moderated mediation; Preacher, Rucker, & Hayes, 

2007）。因此，本研究使用 Hayes（2013）的 PROCESS macro（模式 8）來檢驗認定威脅的條件化

間接效果，即在不同問題解決反芻的強度水準下，進行假設 2 及假設 3 的檢定。

在假設 2 的檢定方面，由表 5 可知認定威脅與問題解決反芻的互動對心理安全感具有顯著的預

測效果（β = .34, t = 3.34, p = .001）。為了深入釐清其互動的型態，本研究進一步採用 Aiken、West

及 Reno（1991）的觀點，以問題解決反芻的平均數正負一個標準差作為高低分組來繪製簡單斜率

（simple slope）。由圖 2 可知，在高問題解決反芻（β = -.25, p < .001）與低問題解決反芻（β = -.60, 

p < .001）的情況下，心理安全感皆隨著認定威脅的增加而顯著降低。但在低問題解決反芻的條件下，

心理安全感下降的斜率顯著比高問題解決反芻來得大。因此，假設 2 獲得支持。

雖然上述結果說明認定威脅與問題解決反芻的互動會影響個體的心理安全感，但仍未能直接檢驗

認定威脅的調節式中介效果（假設 3）。因此，本研究依循 Preacher 等人（2007）的建議，以問題解

決反芻平均數正負一個標準差作為高低分組，來進行假設 3 的檢定。由表 6 可知，在利同事社會行為

方面，低問題解決反芻組在 10,000 個拔靴樣本的條件下，其 95% 偏差—修正信賴區間不包含 0（-.22, 

-.07），間接效果量為 -.14。相對的，高問題解決反芻組的 95% 偏差—修正信賴區間也不包含 0（-.12, 

-.03），間接效果量為 -.06。這樣的結果顯示，低問題解決反芻組的調節效果比高問題解決反芻組來得

強。在利組織社會行為方面，低問題解決反芻組在 10,000 個拔靴樣本的條件下，其 95% 偏差—修正信

賴區間不包含 0（-.30, -.10），間接效果量為 -.19。相對的，高問題解決反芻組的 95% 偏差—修正信賴

區間也不包含 0（-.17, -.03），間接效果量為 -.08。這樣的結果顯示，低問題解決反芻組的調節效果比

高問題解決反芻組來得強。此外，本研究參考 Preacher 等人的原理與做法，繪製以中介效果為縱軸的

調節式中介調節圖。由圖3及圖4可知，無論是以利同事社會行為（見圖3）或利組織社會行為（見圖4）

作為效標，心理安全感在認定威脅與效標間的中介效果，在不同水準的問題解決反芻條件下都呈顯著

（信賴區間不包含 0）。再者，負向的中介效果會隨著問題解決反芻水準的升高而降低，此變化趨勢

也符合調節式中介模式的分析結果（請見表 6）。因此，綜合以上結果，假設 3 獲得支持。

表 4　簡單中介模式的拔靴（bootstrap）分析結果

簡單中介模式 中介效果 SE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認定威脅—心理安全感—利同事行為 Psentity threat-Psychological safetyEffect -.09*** .03 -.16 -.04

認定威脅—心理安全感—利組織行為 -.13*** .05 -.24 -.06

註：N = 312。拔靴樣本數為 10,000。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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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研究延伸過去認定威脅學者的觀點，主張組織中與自我相關的負向工作事件會造成工作者的

認定威脅（Aquino & Douglas, 2003; Douglas et al., 2003），影響其工作行為的表現。研究者在真實組

織場域中進行認定威脅心理運作機制與行為反應的實證探討，這樣的做法可以增補過去認定威脅實

驗室研究（e.g., Davies, Spencer, & Steele, 2005）或以特定職業進行質化研究（e.g., Elsbach & Kramer, 

心
理
安
全
感

圖 2　問題解決反芻在認定威脅與心理安全感間的調節效果

表 6　調節式中介效果之分析結果

調節變項：問題解決反芻 條件式間接效果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效標：利同事社會行為

M － 1SD (2.80) -.14 .04 -.22 -.07

M (3.36) -.10 .03 -.17 -.05

M ＋ 1SD (4.00) -.06 .02 -.12 -.03

調節式中介效果指標  .07 .03  .01  .12

效標：利組織社會行為

M － 1SD (2.80) -.19 .05 -.30 -.10

M (3.36) -.14 .04 -.22 -.07

M ＋ 1SD (4.00) -.08 .03 -.17 -.03

調節式中介效果指標  .09 .04  .02  .16

註：1. N = 312。拔靴樣本數為 10,000。
　　2. 括弧中的數字為相對應的原始分數。

　　3.  Boot SE = 拔靴法的標準誤；Boot LLCI = 拔靴法信賴區間的下限（lower limit of confidence interval）；boot ULCI = 拔
靴法信賴區間的上限（upper limit of confidence interval）；M － 1SD = 低於平均數一個標準差的分數；M = 問題解決反

芻變項的平均數；M ＋ 1SD = 高於平均數一個標準差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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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被調節的中介效果分析（效標為利組織社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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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被調節的中介效果分析（效標為利同事社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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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的研究缺口，例如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的不足或個人調適動態性歷程的理解（Elsbach, 

2003）。本研究發現個體面對組織中的認定威脅事件時，會經歷個人認定的威脅，並對其所處的組

織情境進行評估，用以檢視自我持續展現的安全程度以決定後續的行為反應。這樣的結果顯示經歷

認定威脅的個體，會對其所在的情境進行自我展現的有利或不利性評估，進而調節後續的行為反應

以避免自我受到更多的威脅。

本研究提出心理安全感的作用機制來鏈結認定威脅與利社會行為間的關係，研究結果支持認定

威脅會傷害工作者的心理安全感，進而降低利同事與利組織的角色外行為。過去雖有學者支持認定

威脅與負向工作行為間的顯著關聯（Aquino & Douglas, 2003; Douglas et al., 2003），本研究則將研究

範疇延伸至組織中的正向工作行為，近一步釐清認定威脅對利同事或利組織社會行為的影響效果。

經由這樣的做法，本研究可補充 Petriglieri（2011）的認定威脅的反應觀點：經歷認定威脅的個體除

了可以針對威脅來源採行認同保護反應，或是針對受威脅的認定採行認定重構反應以降低其對認定

的潛在傷害外，本研究結果則發現經歷認定威脅的個體，也可能經由對其所處情境的評估，進而採

行適合的行為來避免威脅經驗的擴大。因此，自行決策的角色外行為的縮減，可視為是遭受認定威

脅個體的動機性自我保護行動，其目標對象是在自我的行為反應上，而非 Petriglieri 架構中的威脅來

源或受威脅的認定本身。因此，本研究結果可為認定威脅對工作行為的作用效果提供一個重要的心

理作用機制說明。

其次，本研究發現問題解決反芻可以調節認定威脅的負向作用效果，顯示個人特定的認知傾向

可用來緩衝認定威脅對個人心理與行為的衝擊，支持個人屬性在認定威脅作用效果上的重要角色

（Douglas et al., 2003）。雖然過去已有研究發現個人層級的變項（例如年齡、個人地位及人格特質）

可以有效調節認定威脅與負向工作行為間的關係（Aquino & Douglas, 2003），但本研究則進一步證

實對於正向的工作行為（利同事與利組織社會行為），也具有同樣的調節效果。這樣的結果支持個

體對於外在負向事件的認定威脅評估，存有著個人間的變異。過去研究發現，問題解決反芻者可以

進行脈絡性的自我經驗開展（Treynor et al., 2003; Watkins, 2008），可以正向評估自己所遭遇的威脅

經驗，讓自我朝向適應性與有利的結果前進（Di Schiena et al., 2011; Kross et al., 2005）。因此，上述

這些認知過程皆可用來減緩認定威脅對心理安全感與利社會行為的傷害。再者，問題解決反芻可能

有助於個人認定受到威脅後的再成長，因為目標導向的重複性思考（例如如何保護個人認定）所引

發的新體驗與新頓悟，可視為是一種創傷後的自我成長（Petriglieri, 2011），這也有助於個體消彌認

定威脅所帶來的負向效果。

本研究依據 Petriglieri（2011）的認定威脅評估觀點，提出並檢驗認定威脅的心理安全感作用機

制，為認定威脅與工作行為間的鏈結提供一個心理作用過程的詮釋架構，研究結果不但可厚植認定

威脅研究的理論知識，並可提供管理實務界作為組織介入方案發展與設計的基礎。再者，相較其他

認定主題的研究，認定威脅是個重要且尚待開發的領域（Petriglieri, 2011），它使我們得以理解組織

內在或外在的負向工作事件如何與工作者的自我相連結，進而影響其心理狀態與行為表徵，最後反

映在個人與組織的效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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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意涵

由於認定威脅會造成工作者心理安全感及利社會行為的降低，因此組織實務工作者可以致力降

低職場認定威脅事件的產生。首先，組織要讓所有員工理解認定威脅的真實內涵，以及其產生的過

程與對員工個人的衝擊。經由對認定威脅的內涵、作用過程與影響結果的理解，可以讓組織工作

者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避免展現讓他人感受為認定威脅的行為，例如不經意地對同事進行不合理

的評價（Aquino & Douglas, 2003）或是對同事性別及種族刻板印象的言論等（Chaney, Sanchez, & 

Remedios, 2018），如此可用來降低組織中認定威脅的產生。

再者，本研究結果也支持組織中的社會環境是認定威脅的主要來源（Fine, 1996），個體常經由

社會關係與社會互動來賦予個人認定的價值與意義，因此組織可以經由正向社會環境的提倡來降低

工作者認定威脅的產生（Hall et al., 2018）。例如，組織可以提倡多元化的管理、友善職場或支持性

的領導（e.g., Kurland & Pelled, 2000），用來降低認定威脅事件的發生。再者，組織也可重新檢視其

管理政策與實務是否會造成特定工作族群的認定威脅，例如懷孕女性工作者的服飾標記政策（郭建

志、許文耀、林姿婷，2016），因為組織認知的友善政策或管理實務，有可能是特定族群工作者認

定威脅的來源。

本研究發現問題解決反芻可以緩衝認定威脅的負向效果，顯示目標導向的認知處理模式可以有

效降低個人的威脅經驗。因此，組織可以思考如何經由問題解決反芻訓練的提供，例如反映式反芻

或具體—經驗式反芻的訓練（Treynor et al., 2003; Watkins, 2008），教導員工進行個人經驗的再評

估與問題解決策略的開展，讓他們能重新檢視自己所遭遇的認定威脅事件與經驗，避免這些事件與

經驗的持續與再現。具體而言，組織透過問題解決反芻訓練來導引員工朝向正向的心理狀態前進，

如此不但可因應認定威脅所帶來的負向效果，同時也能將威脅因應經驗轉化為個人認定成長的機會

（Petriglieri, 2011）。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本研究只探討組織中個人認定威脅與行為反應間的關係，未來研究可將主題延伸至組織認定威

脅（organizational identity threat）（Elsbach & Kramer, 1996）、專業認定威脅（professional identity 

threat）（Pratt et al., 2006）及職業認定威脅（occupational identity threat）（Fine, 1996）等範疇，

因為工作者的個人認定內涵，是鑲嵌於組織、專業與職業之中。過去一些質性研究已發現組織中

的重大事件，會威脅工作者的個人認定、組織認定及專業認定，例如 Pratt 等人（2006）發現外科

醫生所從事的工作任務若與其個人的專業認定不契合時，這些外科醫生會有認定定制化（identity 

customization）的學習過程產生。因此，未來研究可探討組織中的重大事件，例如公司的勞資糾紛、

工會罷工或組織的併購重組等，如何威脅到這些類型的認定，以及如何與獨特的心理與行為反應相

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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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組織中的認定威脅事件來衡量認定威脅，雖然過去已有實證研究支持此測量方法的有

效性（Aquino & Douglas, 2003）。然而，引發個體認定威脅的來源非常多元，除了組織中的社會互

動事件外，也可能涉及各種獨特的組織情境，例如種族刻板印象（Ethier & Deaux, 1994）、性別刻

板印象（Davies et al., 2005）或組織外在形象（Elsbach & Kramer, 1996）。因此，事件測量法可能難

以捕捉認定威脅這個構念的全貌。這樣的觀點與 Petriglieri（2011）的主張相一致：目前認定威脅的

研究因缺乏標準化的測量工具，使得此領域的研究進展受到限制。因此，未來研究可以致力於認定

威脅測量工具之發展，透過標準化問卷量表（standard questionnaire scale）的建構，可以同時針對組

織中各種認定威脅類型進行探討，釐清各種認定威脅類型的前置因子與其引發個人或組織反應的機

制與特色。

再者，未來研究除了考量不同組織情境的威脅事件外，不同的認定威脅事件來源也可能對

個體產生不同的作用效果，例如來自主管的認定威脅事件。由於主管的職權及組織代理人角色

（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 Sowa, 1986），部屬對其主管有較高的關注度，因而來自主管

的認定威脅事件可能有較高的影響力。然而，本研究採用 Aquino 與 Douglas（2003）的測量工具，

認定威脅事件只來自於同事，因此未來研究可以納入主管來源的探討，用以釐清不同來源認定威脅

事件對於工作者心理與行為的作用效果。

雖然學者將認定威脅視為組織中引發不利結果的暗黑力量（e.g., Petriglieri, 2011），但有些研究

發現特定的情境可用來減緩認定威脅所帶來的不利結果，顯示情境脈絡在認定威脅與員工結果間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Aquino 與 Douglas（2003）發現高社會地位可以減緩認定威脅所帶來的反

社會行為；Davies 等人（2005）發現認定安全的環境可以減緩女性的刻板印象威脅，使其有較高的

動力從事領導者的角色。因此，在未來認定威脅的研究上，學者可以深入探討不同層級的脈絡變項

在認定威脅作用效果的調節角色，例如組織的認定安全文化或氣候（Hall et al., 2018）、團隊的地位

（Scheepers & Ellemers, 2005）或團體成員關係（Ethier & Deaux, 1994），如此可釐清認定威脅作用

效果的各種邊際條件，進而擴大與豐富認定威脅的理論知識。

本研究採用兩階段的資料蒐集方式，但仍屬於自我報告的資料，因此存在著共同方法變異

（Podsakoff et al., 2003）的疑慮。再者，對於利社會行為的資料搜集，本研究採用自評的方式，因

此研究結果可能受到個人主觀認知的影響。此外，由於本研究屬於橫斷式的研究設計，無法進行因

果的推論（causal inference）。因此，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未來學者可以增加蒐集不同來源的資料，

例如客觀的雇用資料或主管評估資料，或採用長期縱貫式的資料收集策略來探討認定威脅的作用機

制，如此不但可解決上述共同方法變異與個人主觀認知的問題，也可進行研究的因果推論。

最後，本研究採用的心理安全感量表信度偏低（Cronbach’s α為 .66），其原因可能是反向題的

影響。根據 Harrison 與 McLaughlin（1993）的觀點，反向題的使用會降低量表的心理計量特性，例

如量表的信度（Hikin, 1998）。再者，過去有些研究顯示，華人樣本對於反向題的認知並不等同於

正向題，受試者難以反映出相同的研究構念，因而在因素分析上也難以聚合在同一個因素上（許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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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2007），如此使得測量工具的信度受到傷害。因此，未來研究者在使用心理安全感這個測量工

具時，應進一步考量反向題的使用及受試者特性對測量工具心理計量的影響。

結論

本研究發現認定威脅會降低個體的心理安全感，進而縮減其利同事或利組織社會行為。再者，

本研究也發現問題解決反芻可以減緩上述認定威脅的負向作用效果，支持個人經驗的再評估與問題

解決策略的發展，皆有助個體用來因應認定威脅經驗，減緩個人心理安全感與利社會行為的傷害。

本研究結果凸顯組織情境與工作者自我的鏈結關係，當工作者傾向將周遭的負向工作事件與自我產

生關聯，特別是涉及個人素養、尊嚴或價值等內涵時，就可能引發個體不利的心理情境與工作行為。

因此，如何降低組織中的認定威脅經驗，以及提升個體處理認定威脅的個人資源，是組織管理學者

與實務工作者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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